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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驯顺与保存：福柯与斯蒂格勒技术观的思想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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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潮中，福柯奠定了以阐明技术与生命的关系为基础来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传

统。他认为，技术话语体系以开展治理活动为名驯服生命，人类传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方式

在于摆脱技术话语控制进行自主言说。相比福柯，斯蒂格勒更强调技术工具与技术语言的相互作用。

他认为技术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保存记忆的功能，但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加速使其原

有功能失效，生命由此遭遇保存危机，因此，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于重新定位技术的历史功效。

从福柯到斯蒂格勒，欧美左翼思潮在“技术—生命”叙事上形成了两种路径，体现出当下欧美左翼学

者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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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 世纪后期至今的欧美左翼思潮而言，技术与生命的关系是无法绕开的叙事对象。自米歇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以来，欧美左翼学者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思考人类生命在技术加速演变中的存

在境地是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入口。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叙事的开创者，福柯对“技术—生命”主题的

叙事贡献有目共睹。在深受谱系学影响的福柯看来，技术体系的内核只是由语言序列塑造的认知方式，

生命则是资本主义技术语言裹挟之下的驯顺的肉身[1]。此后，福柯的观点一直被诸多当代欧美批判资

本主义的左翼学者所尊奉[2]。然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探讨同一主题时，却开创了与

福柯具有明显差异的叙事路径。相比福柯对技术话语的猛烈批判，斯蒂格勒力图揭示技术的另一种可

能，即技术使生命得以保存。对此，斯蒂格勒表示，技术所具有的保存生命的力量，印刻在人类的全

部活动中[3]。他认为，生命在当下的存在之困与技术存在必然联系，但由此全盘否认技术的观点同样

失之偏颇，应以一种更具有现实感的方式对待技术，从而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力量的合理定

位。由此，斯蒂格勒开创了与福柯有所交织却又差异明显的技术批判叙事。 
 

一、语言与工具：经验的可能 

 

福柯对“技术—生命”主题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方法上的建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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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本体性概念的否定。福柯认为，本体性概念的背后均为话语，人类历史场景中认知体系变化的内

核并不是真实知识的积累，而是语言结构的自我演化。换言之，孕育于人类历史的认识论，源自语言

结构本身，当某种语言结构占据主导地位时，将迫使生命接受其塑造的强力体系的支配。在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技术话语已成为无所不在的规范性力量，生命迎来的从来不是技术体系所赋予的所谓“真

理”，亦不是某种康德式的先验性标准，而是说教式的语言规范。因此，任何妄想拥有某种“正确性”

认知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终究只是语言的自我游戏，被话语界定而无处藏身的生命则是

其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一) 话语的叙事：对技术的整体批判 

福柯认为技术是“洪水猛兽”性质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他试图否认技术体系的实质意义。纵

观福柯一生，他一直试图在方法上否定自康德以来日益凸显的经验性要素的意义。康德认为，对“可

能的经验”的追寻是走向成熟的人类启蒙的体现[4]。生命探寻经验性因素的活动，便可视为以悬设性

标准为前提的实践。但福柯认为，此种实践活动导致的结果只是生命更为隐性化地遭受控制，支持人

类开展世俗性实践活动的所谓道德律令从来不是追求精准的理性前提，相反，一切看似正当的说教只

是辅佐技术话语体系的语言要素。经过福柯的努力，技术语言的标准本身似乎被抽干了全部内涵，仅

剩下某种语言的空壳。福柯认为，律令不具备任何实质性价值，人类与其说是被其成功说服了，不如

说是臣服于渴望拥有强力的话语。如他所言，说教的背后仅是语言构成的“纽带谱系”[5]。换言之，

康德的论证方法并未给人类描绘出某种走向成熟的启蒙图景，其唯一的意义便是为生命建构起一种奴

役生命的技术语言结构。 

技术之于生命，与其说是某种实体意义上的经验性工具，不如说是语言要素的游戏，这可谓是

福柯毕生努力论证的观点。对此，福柯晚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 17 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福柯认为，作为坚信技术可以保护生命的启蒙学者，霍布斯在思想上误导了当代人类。霍

布斯所努力维护的利维坦，在福柯眼中只是一个毫无价值却又全面掌控生命的技术机器，其全部意义

在于强迫生命接受崇尚精准规范的技术语言的支配。也就是说，技术性力量的无限膨胀所造成的具有

迷惑性的结果在于，生命看似得到了工具装置的保护，实际上只是技术工具本身所制造的用以使生命

心甘情愿臣服的借口。正如福柯所言，生命接受技术工具的过程意味着将自我托付给精密而又“巨大

的网络”[6]。在此之后，生命除了驯顺以外别无他法，这正是拥抱启蒙的生命所难以预料的结局。福

柯认为，一切以实证范式为基础的技术工具研究，终究只是没有内涵的语言幻象。 

毫无疑问，福柯的观点近乎悲观，他拆解了“保护生命”的技术话语体系，将其阐释为某种没有

本体内容的专断性的语言结构。福柯表示，他对技术话语何以获得霸权地位的探讨，在思想逻辑上受

到了尼采的启发。尼采认为，一切所谓占有真理地位的观念，一旦其逻辑起点得以厘清，便只是“腐

败的想象”[7]。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论点，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得到了欧美左翼学者的高度重视，

被其用于重估启蒙以来备受推崇的技术理性。从福柯的学术生涯来看，他在方法论上全面彻底反思技

术的努力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福柯致力于反思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崇尚技术

的语言词汇，正如他所言，除了“词汇、句法、逻辑结构或修辞安排”之外，技术话语别无用处[8]。

分析他的思想观点和兴趣偏好，甚至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福柯并不喜欢具有工具性特点的方法

概念。终其一生，福柯对方法一词充满敌意。他认为，这一实证主义词汇充满了现代技术话语的魅惑

性色彩，生命所遵循的任何研究方法，均无法真正起到造福自我的效果，方法的本质只是维护技术话

语的认知路径。 

(二) 语言学的迷思：对工具的敌意 

当代欧美左翼学者普遍认为，福柯将自启蒙以来世人趋之若鹜的科学技术及由此形成的真理体系

阐释为语言结构的做法，是他为社会批判理论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在福柯之后，“技术—生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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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美左翼思潮所继承，但围绕语言结构本身的论争从未停止。作为将技术体系阐明为语言序列的代

表性人物，福柯在被视为晚近批判性叙事先驱的同时，又遭遇到后世的诸多挑战。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便认为，福柯的批判不够彻底，在语言裹挟一切的场域中，对“内涵”的认知已不复可

能[9]。换言之，批判应基于现实展开，在现实感消失之后，批判已毫无意义。然而，鲍德里亚对福柯

所奠定的叙事传统的反思，并不意味着他对福柯叙事风格的告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左翼学者

对技术工具充满了敌意，他们并不反对福柯对技术的批判，而是认为福柯的局限在于并未放弃与技术

相关的经验性要素。结合福柯晚年的论述可知，为了论证技术掌控生命的内在逻辑，他加强了对现实

技术问题的关注，这在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借鉴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此，鲍德里亚等人对福柯的批

评并不意味着彻底颠覆福柯的论述，他们挑战福柯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摒弃经验性要素。 

基于上述逻辑，如果要真正重构福柯所奠定的“技术—生命”主题，那么便需要重新思考现实的

工具与语言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斯蒂格勒之前，这一进程并未开启。斯蒂格勒亦承认，全社会对技术

语言符号的无限推崇已造成生命的“苦难”[10]，这对当代欧美左翼思潮而言是一个长期性的批判性话

题。斯蒂格勒将福柯留下的遗产视为值得重视的对象，他一生都未放弃对技术与生命关系的关注。依

照他的观点，技术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也终将影响生命。在思考技术与生命的关系时，斯蒂格勒首

先表示，人类生命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是探讨技术的前提，关于技术的“强力配置”逻辑的一切诠释工

作均是在生命本身的视域中进行的[11](1)。从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在逻辑上与福柯仍存在一定的继承

关系。对福柯及其后的左翼学者而言，存在主义叙事被引入了生命存在之场，生命主体的存续、反抗

与体验是其难以撼动的基点。对斯蒂格勒而言同样如此，他一生所做的并不是要否认技术与生命之间

存在的必然性联系，而是要反思福柯思想中的语言学色彩。 

相比当代其他欧美左翼学者，斯蒂格勒摒弃了福柯等人以语言学为基本视域的做法，对“技术—

生命”主题进行了重构。斯蒂格勒认为，对技术的价值反思与对工具的分析探讨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并

不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实现统一。相比福柯，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俘获生活世界并不

是展开批判性论述的共识性前提，批判反思技术的真正前提在于把握技术工具的缘起。依照斯蒂格勒

的观点，关注技术工具的做法不会像福柯等人担心的那样导致批判性精神的泯灭和实证主义地位的增

强。在他看来，对经验性因素的阐释，是批判资本主义技术体系的必要前提。对比数十年来欧美左翼

思潮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批判的是诸多学者忽视经验性因素的叙事趋向，即飘忽不定的语

言取代技术工具成为唯一能够诠释的对象。他表示，这一趋向的无限增强，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不明，

其后果便是使批判性叙事不再可能，原本想要抵制工具体系的批判性尝试，在推演到极致之后反而使

批判性认知彻底消失。 

(三) 叙事的转向：工具性因素的恢复 

斯蒂格勒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即认可技术工具的现实感，将工具与语言视为共同存在的两种要

素。人类与技术相关的实践绝不是配合语言游戏的毫无意义的活动，而是掌握和操作技术工具的过程。

事实上，斯蒂格勒对经验性因素的关注与法国哲学中的笛卡尔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笛卡尔（Rene 

Descartes）认为，对经验的反思并不会导致主体的覆灭，客体事物与主体体悟是缺一不可的两个层面，

二者的平衡是生命获得“实在性”体验的前提[1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尽管号称继承了从

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的平衡主体与客体的思想理念，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对语言学的过分着迷使 20 世

纪后期以来的欧美左翼思潮几乎完全否认了经验的意义。相比其他欧美左翼学者，斯蒂格勒与笛卡尔

的思想更为契合。斯蒂格勒表示，关注技术的经验性要素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艰难和压抑的

时期”的必然选择[13]。在他看来，哲学家唯有思考技术工具的现实作用，方能在认识技术工具的过程

中反思技术造成的后果。斯蒂格勒认为，福柯以来诸多学者错误地将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规范作为关注

重点，但却忽视了技术工具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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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认为，思考语言与工具的关系是构建批判性叙事的起点，诠释语言的前提在于把握技术

工具的厚重现实感。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语言规范的全部意义在于印证人类对于技术工具的创

造、操作、调整与重构过程。如此一来，斯蒂格勒就推翻了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学者的逻辑。他认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能从技术语言变幻莫测的外在现象中推导出技术工具已无足轻重的结

论，技术语言的变化只是技术工具加速革新的结果。斯蒂格勒表示，纵观历史，技术工具的演变贯穿

人类从萌芽到空前强大的全部过程，技术工具不断成熟的动力源自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在他看来，

文明的演化与成长源自人类试图进一步掌握和开发技术的实践活动，人类对技术力量的崇拜性情感植

根于人类维护自我“存有”的过程中[11](120)。斯蒂格勒认为，语言学的错误在于否认技术对人类成长

的意义，他们将技术视为阻碍生命自我保存的力量，这一观点与技术的真实作用恰恰相反。技术这一

海德格尔眼中具有重新“组建”生命可能的可怕力量应当得到反思[14]，但承认工具在生命存在情境中

的地位是首要的。 

斯蒂格勒认为，以福柯为代表的欧美左翼学者从未真正理解生命与技术的关系。但纵观福柯的生

平论述可以发现，福柯从未忽视对生命自我保存的阐释，他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探讨生命在现代

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下获得自我保存的可能性的。福柯认为，生命若要获得保存便要臣服于技术，在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存续的只能是驯顺的生命肉身。然而斯蒂格勒认为，福柯理论的内在逻辑

终究源自先验的语言学哲学，具有非现实、非历史的叙事倾向。换言之，福柯的错误在于割裂了技术

与生命保存之间的真正关系。斯蒂格勒表示，福柯完全抛弃了历史——历史在福柯眼中，早已成为语

言自我游戏的虚幻情境。斯蒂格勒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技术工具塑造了技术语言，语言则使

生命能够“感知”到技术的传承[15]。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存在性危机，源自生命在掌握技术结构上所

遭遇的困境，但当下的困境并不能说明技术是损害、摧毁生命的完全负面的存在。 

 

二、治理与记忆：叙事的重构 

 

技术究竟是奴役生命还是保存生命？斯蒂格勒与福柯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从而使“技术—生

命”这一命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斯蒂格勒表现出重构“技术—生命”命题的决心。他认为，福

柯提出并被鲍德里亚等人不断强调的所谓技术裹挟生命的观点，非但不能描述技术与生命的真实关

系，反而会使生命一词在叙事上成为空洞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从不存在脱

离经验性因素的生命，人类生命不可能脱离技术而独立存在，福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构建起福

柯与斯蒂格勒的对话情境，那么不难想象福柯对斯蒂格勒青睐工具性因素做法的不满。福柯认为，技

术工具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话语统治的外衣，相应的语言体系以保护生命为名实施无所不在的

控制性活动，日益精细化的治理技艺便是其表现形式。 

(一) 对生命的治理：技术的日常指向 

福柯认为，治理技艺与技术语言结构密切相关，是技术话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奴役生命的具

体体现。他表示，社会批判理论不应遵循英美实证主义的逻辑去阐释所谓的“策略”[16](4)，而应当探

讨技术规范通过“何种方式”掌控全社会[16](4)。在福柯看来，相比传统农业社会的治理术，资本主义

社会的治理技艺空前依赖技术性的语言力量。他认为，对启蒙权利的认可、对市场和分工的自主放任

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隐秘化地对待生命的治理活动，世俗的技术语言规范占据霸权地位之后，

人类任何面向世俗生活世界的整合性活动都被赋予了合法性地位。福柯强调，欧美工业文明面向全球

的无限拓展，因为技术语言的全面化覆盖与精细化渗透而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

过程，与其说是印证了启蒙权利的高涨与市场体系的建构，不如说是技术语言将自身全面合理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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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按照福柯的逻辑，自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强大的技术力量，并倡导以

技术来治理生命的活动，但事实上却使生命无法脱离由技术构成的隐性牢笼。 

生命在治理中驯顺，是福柯论证“技术—生命”命题时提出的核心观点。论及福柯的这一观点，

有必要再次探讨霍布斯的思想。尽管福柯对霍布斯提出并维护的利维坦概念嗤之以鼻，但在批判霍布

斯的过程中，福柯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他相同的观点。一方面，福柯坚定地认为技术机器无法保护霍

布斯口中的生命自由，另一方面，福柯又不得不接受霍布斯揭露的一个现实，即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

生命除了接受技术统治之外别无选择。福柯认为，霍布斯的相关论述唯一值得后世的社会批判理论借

鉴之处在于其描述了生命无法逃避的技术体系，即真实地诠释了现代生命受制于利维坦的无奈境地，

但他认为霍布斯错误地将利维坦视为生命创造福祉的积极性力量。在福柯看来，作为笛卡尔式机械装

置观的倡导者，霍布斯没有发现技术机器的邪恶本质，这是他思想的最大局限性所在。福柯表示，霍

布斯的论述事实上证明了人类不可能逃离技术机器的统治，他们终将会被“扩展的网络”所俘获[17]，

生命没有拒绝的权利，其全部行动皆处于技术话语的支配中。 

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柯与霍布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生命必须无条件服从强大力量

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对待利维坦的态度上，福柯与霍布斯、施密特完全不同，他并不认为以技

术为基础的治理活动是利维坦的福音。福柯表示，他只是要向世人揭示技术话语结构的治理技艺，即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见证了技术话语依靠治理技艺强化自身力量的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被

启蒙学者的语言所欺骗，未能意识到自我的生命肉身早已被技术体系所支配。福柯认为，欧美资本主

义国家所谓的安全保障、领土维护与人口配置等要素均属于治理技艺的范畴，这些要素均体现出资本

依靠强大技术力量控制全社会。晚年的福柯对安全、领域与人口等概念充满了兴趣，但与英美政治哲

学学者不同，他从不承认这些概念的合理性，而是将这些概念纳入治理技艺的语言学视域中，他认为

这些概念是被技术话语“配置”的要素[16](72)。在福柯看来，治理技艺只是披着客体化外衣的语言力量，

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技艺使所谓生命客体化的实践活动变得毫无意义。 

(二) 生命的记忆：技术的本真性内涵 

按照福柯的逻辑，一切以造福生命为名的治理活动都是技术话语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体

现，这些活动本质上不存在任何工具性的价值。斯蒂格勒关注工具性要素并承认技术工具在人类历史

活动中的合理性地位的做法，与福柯毕生的努力背道而驰。对于斯蒂格勒而言，他必须回答这样的问

题，即如何在摒弃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证主义范式之后，重新阐释技术工具的价值。在诠释技

术对人类生命存在之境的意义时，斯蒂格勒一再强调技术工具对技术语言的塑造性，但这并不代表他

在思想上已偏向实证主义。实际上，斯蒂格勒对实证主义的抵触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欧美左翼学者。

斯蒂格勒认为，实证主义以维护技术话语为前提对直观经验扭曲化解读的做法，事实上掩盖了生命的

真实体验，而此种体验才是诠释技术演变的厚重基础。他表示，人类在体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

的记忆，有赖于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交互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得益于技术保障的记忆，人类才得以

世代延续。依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工具的创造性演变与技术话语的持续性记录，使人类关于自身

生命存在的全部记忆得以清晰加载。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生命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工具与语言层面。在他看来，在工具与

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对历史的记忆逐渐产生，技术对历史的“书写”正是记忆的来源[18]。斯

蒂格勒表示，人类的记忆体现出生命主体在研发和调整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经验的印象。换言之，

记忆植根于生命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活动，技术的功能在于保障记忆内容的真实性。斯蒂格勒认为，既

往左翼学者严重忽视了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交互作用对人类认知产生的真实、深刻和持续的影响。

按照他的观点，从古至今，人类文明不断延续且日益繁盛，正是有赖于人类能够保持对实践活动的记

忆，记忆是文明不断延续的纽带，技术则是记忆的现实基础。斯蒂格勒表示，记忆为技术所塑造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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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记录了技术，使人类能够依靠记忆不断创造和改变技术，推动历史持续前行。根据斯蒂格勒的判

断，没有植根于技术的记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出现，人类也不可能在当代社会获得前所未

有的福祉。他强调，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记忆从未断代，这证明技术本身并不是绝对地敌视生命的

力量。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技术的演变过程，其实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记忆生成并印证、保

护人类的过程。 

相较福柯在提出治理技艺概念之时对技术的彻底否定，斯蒂格勒提出的生命记忆概念包含着对技

术的相对肯定的态度。在斯蒂格勒之前，欧美左翼思潮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彻底改造成全面批判

技术的思想，他们将海德格尔晚年追问技术的质疑风格推向极致，但他们并未意识到现象学在原初时

期并未完全否认客体的意义。斯蒂格勒表示，社会批判理论对客体性的完全忽略，导致当代的哲学家

无法系统诠释人类记忆的缘起和演变进程。他认为，探讨人类的记忆意味着需要关注现实的技术问题

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反思、批判叙事的消失。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在人类漫长的

文明史中，既有粗糙的“工业性与技术性”的工具创造活动[19]，又有艺术、文化、哲学的思想建构活

动，唯有把握记忆的真实逻辑，方能深刻反思技术的复杂影响。他表示，无论是承认技术对人类的积

极效应，还是反思技术在当代对人类的消极效应，技术与人类记忆的关系始终是绕不开的探讨对象，

因为记忆使人类的自我保存成为可能。斯蒂格勒通过阐释技术对生命记忆的价值，强调作为客体的技

术工具和作为主体的生命意识是统一的范畴。 

(三) 主题的置换：两种叙事的逻辑之争 

按照斯蒂格勒的逻辑，福柯所提出的治理技艺一词无法真正诠释生命存在的真实情况，福柯等人

的逻辑缺失在于将技术与生命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层面。福柯认为，生命由于被技术话语及由此产生

的治理技艺所严密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独立的栖息空间。在斯蒂格勒看来，福柯等学者对现

代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阐释与声讨，实质上使长期保护人类的技术被误解为某种罪恶的象征。他进一

步强调，数十年来，诸多欧美左翼学者对人类的生存危机担忧不已，认为生命的危机可以通过剥离与

技术相关的全部语言规范得到挽救，殊不知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生命与技术的现实关系和由此

产生的保证文明延续的真实记忆。与福柯截然不同的是，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技术与人类的历史相伴

相生，早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期，粗糙的技术工具和由此形成的记录文字便已成为透视人类“意向”

的窗口[20]。斯蒂格勒不无担忧地表示，一旦技术的功效被全盘否定，保护人类文明的生命记忆也将随

之消失。 

纵观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思潮对技术的论述便不难发现，斯蒂格勒的独特之处在于承认技术工具

的真实性及其积极效用，并试图从更为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探讨技术与生命福祉之间的必然联系，但

与此同时，他并未否认技术在当下对人类的消极作用。一方面，斯蒂格勒认为，福柯通过批判治理技

艺的方式否定技术效用的做法非但无法为生命的自我保存提供明确的方向，反而会使生命无法认知自

身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斯蒂格勒一直在思考人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这种

困境与技术力量的膨胀之间有何关联。与同时期其他欧美左翼学者一样，斯蒂格勒清楚地意识到，生

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风险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息息相关，人类深陷于现代资本

主义的“超级工业”情境之中难以脱身 [21]。对于斯蒂格勒而言，他必须探讨技术的保存性功能是否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到失效的危机。 

斯蒂格勒表示，欧美左翼思潮全面否定技术的观点十分荒谬，但生命的当下困境确实源自技术的

突变。也就是说，人类对技术的持续研发使文明得以繁荣，然而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前所未有

的加速发展导致了过犹不及的后果。斯蒂格勒认为，从总体的历史进程来看，技术并不是天生与生命

敌对的力量，这是福柯以来的左翼学者从未正确意识到的一点，问题的症结在于，人类自启蒙运动以

来对“理性化、计算化”的极致追求使作为理性象征的技术力量不再守护生命 [22]。斯蒂格勒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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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技术的突变，使生命难以在当下清晰地记忆一切事物。依照他的观点，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

人类寄希望于技术，将技术视为生命的依靠，因而费尽心机地培育技术性力量，并认为随着技术力量

的持续增强，人类社会可以真正达到尼采口中的“强横”状态[23]。斯蒂格勒表示，令人类始料未及的

是，生命与技术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三、言说与定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继承 

 

斯蒂格勒认为，生命在驾驭技术时面临的危机是：人类再也无法通过技术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真

实情形。他表示，这一危机并非源自语言结构的自我演变，而是源自具体的历史进程。斯蒂格勒回溯

了从石器时代到当下的人类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技术—生命”命题。斯蒂格勒认为，当下生

命困境的产生实际上有迹可循，其成因应当从与技术相关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寻找。在他看来，一方面

我们应当承认技术力量的失控给生命造成的困境，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基于历史全面地看待技术的影

响。斯蒂格勒强调，极致推崇技术的实证主义思维与彻底否定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均不可取，哲学家

应当做的是从具体的现实动态中思考技术对生命影响的变化[24]。他表示，同时期欧美左翼学者在探讨

技术问题时忽视了现实经验，从而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主义

是探讨生命与技术复杂关系必须借助的思想武器。 

(一) 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关于生产概念的探讨 

实际上，福柯认为自己从未放弃对历史的关注——无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对技术话语的阐释，还

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对与技术语言相关的治理技艺的探讨，历史一直是较高频率出现的词汇。与斯

蒂格勒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认为历史是由语言规范所塑造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存在，在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此种规范毫无疑问便是技术话语，技术话语和由此形成的无所不在的治理技艺，使生命的言

说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技术认知。福柯表示，他对历史的看法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他坚持认为只有通

过阐释语言才能使历史的真相“显露”出来[25]，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他必须承担的任务。福

柯强调，既往所有关注经验性因素的历史研究，非但无法真正探究历史的真相，反而会被实证主义语

言所欺骗，社会科学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所谓历史经验只是虚无缥缈的认知。 

长期以来，大多数左翼学者将福柯阐释为“尼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以重估价值的思维方式

重新看待唯物史观。福柯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给后世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在于深刻批判并系统颠覆

了现代资本主义。但他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在于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类的认知俘获，

将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视等同于马克思赞成技术话语的合法地位，这是他所反对的。福柯认为，

唯有借鉴尼采对既往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传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命题。福

柯曾说，探究语言逻辑是“把握整个世界”的前提[26]。按照他的逻辑，尼采给后世社会批判理论最大

的启示在于拆解了全部的既定的认知体系。福柯认为，当认知体系的内在逻辑得以清晰展现之时，其

原本依靠宏大叙事奠定的合法性地位便会随之消解。在他看来，尼采奠定的解构主义传统可以为马克

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从而可以建构起生命反抗技术的新的批判性理论。 

按照福柯的观点，反抗技术统治的方式在于生命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自主言说。他认为，人类文明

始终排斥不被技术话语驯服的他者，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为明显，即以治理生命的方式全

面规定生命的言说内容，使生命臣服，从而力求彻底消灭作为另类的他者。福柯表示，他者被治理，

无法寻找自身的栖息之地，表明技术毫无疑问与生命无法真正共在，抵御资本主义的方式从不体现为

要求表层的经济待遇，而是体现为扭转语言认知，使人类能够在摆脱技术语言的认知俘获之后在思想

上真正独立起来。他认为，人类自主言说的前提在于认清精密的技术话语始终“利用”生命的事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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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强调，19 世纪的马克思由于未能在认知上颠覆技术话语，因此无法真正找到生命获得解放的方向，

而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可怕之处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为技术认知。他表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之中，劳动者生命的反抗体现为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但此种变革未能深入认知层面，因而无法真正触

及现代资本主义塑造和掌控生命的文化逻辑。福柯认为，唯有在认知上不被俘获，进行自主言说，生

命才能不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话语。 

(二) 经典的魅力：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解读 

尽管与马克思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是福柯从未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借鉴意义，这

在他后期的论述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晚年的福柯曾多次探讨生产等概念，他曾表示，当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注重人口与财富的增长时，与生产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便建构起来了[28]。对比福柯不同

时期的论述可以发现，生产、分工等政治经济学相关概念是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重点关注的

对象。在提出生命政治学说之后，福柯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空前的兴趣，但这并不能说明福柯在后期

由语言学风格浓厚的社会批判学者转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维护者。聚焦福柯晚年的论述，不难发现

他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生产概念时，仍然将掌控生命的技术语言规范视为塑造生产的终极力量。按照他

的逻辑，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引用并不等于认可在他眼中与实证主义相勾结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对

生产的探讨恰恰是为了深度阐明技术话语塑造并奴役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体系的本质。 

相比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批判性态度，斯蒂格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表现出空前的青睐。斯蒂

格勒认为，福柯以来的左翼学者以语言学为逻辑起点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经过

语言学改造后的政治经济学根本无法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核心逻辑。按照他的逻辑，经福柯改造

后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根本无法诠释技术在人类既往历史进程中的“变幻”逻辑[29]。斯

蒂格勒强调，借鉴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孕育于人类世俗生活世界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成为透

视人类历史的具体、真实的窗口。与海德格尔一样，斯蒂格勒承认技术对生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技术结构是庇护生命的力量，但任何的结构体系都不可能超越历史而独立存在，其本身是人类具体的

历史活动的产物。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海德格尔和福柯均没有关注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体

验，而探讨“技术—生命”主题的根本前提在于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斯蒂格勒强调，通过对

人类研发技术的历史活动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在当代得以复兴。 

在斯蒂格勒看来，生命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和技术在加速发展中的失控，导致了人类在当代的自我

迷失。原本保护生命的技术不再指引人类的认知，这体现出技术与生命的当代悖论，但这并不代表现

实维度的消失——技术的产生、变革及失控性膨胀始终是历史性的过程。斯蒂格勒认为，问题的根本

并不在于语言，而在于技术工具的空前复杂化对人类认知造成的混乱影响。他表示，自 20 世纪以来，

技术工具的变化引起了基于技术媒介的文化叙事的加速改变。如他所述，技术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后被

空前“放大化”[30]，电影、电视等技术的出现便是技术为人类所带来的现代福利。斯蒂格勒强调，技

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颠覆性后果，已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他认为，全新

的技术载体事实上正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叙述人类社会的变化，但眼花缭乱的技术成果使人类无法再

通过当前的技术载体清晰地认知历史和现实，这便是技术丧失保存生命功能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

技术与生命出现悖论的原因在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过分依赖技术，唯有唯物史观才能让人类透视其内

在逻辑。 

(三) 唯物史观的复兴：基于感性现实的生命体验 

斯蒂格勒认为当代欧美左翼技术思潮应当承担的使命是：重新定位技术在人类生命体验过程中的

作用。他认为，技术不再具备自身的记忆保存功能是人类认知迷失的内在原因，语言学对当代技术“灾

难性的本质”的历史根源的解释是乏力的 [31]。相比福柯的历史观，斯蒂格勒更加注重以技术为主线

的生产实践在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强调话语塑造历史的观点完全错误地解读了现实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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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从不存在任何抽象演绎的语言结构。在斯蒂格勒看来，恢复技术性工具在欧美左翼叙事

中的地位，完全不等于认可实证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诠释技术工具，完全可以超越英美实证

主义的狭隘经验观。他强调，通过对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现实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勾勒出人类社

会的成长主线。斯蒂格勒表示，当代哲学家必须克服对语言学的迷思，重视以历史为基础的技术观。 

从福柯到斯蒂格勒，欧美左翼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呈现出两种趋向。究竟应关注生命在技术

体系下的主体言说，还是合理定位技术对人类生命的现实意义，福柯与斯蒂格勒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阐

释。他们既形成了跨时空的论争，也共在于“技术—生命”命题的情境中，体现出欧美左翼思潮对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同理解。福柯和斯蒂格勒都认为，技术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

类因技术的膨胀而面临困境亦是不争的事实。斯蒂格勒表示，理清“技术—生命”主题的关键在于，

技术是否完全等同于必须被颠覆的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斯蒂格勒在论述技术与人类文明在历史时

空中的内在关系时所抛弃的，正是福柯所坚持的最为核心的观点，即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都必须

被彻底抛弃 [32]。对斯蒂格勒而言，技术是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入口，反思的议题是技术为何在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丧失其原本的功能，使生命无法基于技术媒介进行真实的体验。换言之，他认为资本主

义作为一种危害生命的文明形态，使技术本身出现了扭曲。这与福柯的逻辑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传承问题上，福柯代表了斯蒂格勒重构“技

术—生命”命题时所反对的对象。福柯认为，思考生命与技术的关系，意味着在传承马克思批判资本

主义的命题时，探讨 19 世纪马克思未能意识到的语言认知问题，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起超

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批判理论叙事。按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论述，必须从当代“危机的

必然性和灾难性”中寻找不同于经典文本所处时代的当下之维[33]。斯蒂格勒认为自己比福柯更倾向于

从真实的历史活动中构筑起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从而全面、系统和清晰地把握技术与生命的关系。

从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更加青睐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表达的观点，即过往社会批判理论的误

区体现为“历史在他(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34]。斯蒂格勒认为，当代左翼学者唯有注重对技术演变

历史的诠释，方能以找回现实感为前提深刻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技术

批判学者的使命应在于从历史时空的演变中考察技术工具与话语的交互关系，阐明人类通过技术保存

记忆的生命体验，以实现唯物史观在欧美左翼思潮中的复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斯蒂格勒对技术的探讨，在传承“技术—生命”叙事命题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重

构了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思潮关于技术的论述逻辑。福柯认为，技术对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使人类成

为技术语言结构配置下的驯顺的肉身，技术与生命的当代关系体现出现代资本主义运用技术话语统治

世界的内在逻辑。自此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将技术视为吞噬生命的力量。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几乎

不具备任何掌控技术的可能性。数十年来，彻底否定技术的情绪弥漫在欧美左翼思潮上空，在诸多左

翼学者眼中，技术是威胁生命的可怕力量。但斯蒂格勒试图寻找技术对人类的积极价值，以一种不同

于福柯的视角描述了生命与技术的关系。他认为，当下生命的认知迷失与技术息息相关，但这并不能

得出技术与生命相互敌对的结论。斯蒂格勒表示，透过技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不在于分析技术语言结

构，而在于探讨技术在加速演变中如何逐步丧失了为生命保存记忆的现实功能。他认为，技术与生命

共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左翼学者应重新认可技术的正向作用，并基于人类历史时空的漫长演化历程来

阐明技术与生命保存之间的深刻关系[35]。 

生命究竟是被技术所驯服，还是拥有自主运用技术得以自我保存的力量？斯蒂格勒与福柯对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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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逻辑上的冲突，反映出欧美左翼思潮的转向，即从极致化的语言学批判转向更加关注具体历史进

程中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验。斯蒂格勒对以福柯为代表的语言学技术观的反对，反映出欧美左翼学者对

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方式。对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欧美左翼思潮而言，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他

只是一个崇尚生产主义的批判资本的先驱吗？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意义绝不是所谓的

生产主义，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清晰揭示。他认为，人类驾驭技术的现实历史是思考技术演化以及当代

生命认知困境的基础。斯蒂格勒强调，批判性理论不应忽视技术话语，但不存在任何超越技术工具演

化历史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使唯物史观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潮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兴，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留给后世的财富远远不止于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本体化的技术与生命词汇均

是先验性的概念，没有必要建立起所谓的技术批判理论[36]。无论是福柯还是斯蒂格勒，当他们探讨“技

术—生命”命题之时，便注定与马克思渐行渐远。斯蒂格勒的论述，体现出部分欧美左翼学者力图找

回感性现实因素的努力，但这无法真正弥合欧美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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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French left-wing thoughts,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reflecting on modern 

capitalism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life is rooted in Foucault. He believes 

that capital relies on technological discourse to tame life in the name of governance activities, and that only 

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discourse and speaking independently, can life inherit the 

Marxist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cism in ideology. Compared to Foucault, Stigler emphasizes mor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technological language. He contends that technology has an 

irreplaceable function in preserving memory in human history, and that the infinit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y in capitalist society renders its original function ineffective, putting life at risk of preservation . 

Therefore, the way to inherit Marxism lies in repositioning the historical efficacy of technology. From 

Foucault to Stigler, the French left-wing movement has formed two paths in "the technology-life" narrative, 

reflecting the vast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Marxism by current left-wing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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